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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世界文明史书写* ①

刘文明

【提要】 世界文明史的书写历史表明，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19 世纪西方的世界文明史著

作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欧洲为中心的“自我”膨胀，而 20 世纪初作为舶来品的世界文明史在中国

则表现为以欧洲为中心的“自我”丧失。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评，也使世界文

明史书写出现了从“西方中心观”向平等互动观的变化，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

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等著作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20 世纪的中国，随着学者们对文明

史这种“新史体”的探索不断深入，他们力图将中国置于世界各文明之中来理解，从张国仁的《世界

文化史大纲》到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无不体现出中国学者在书写世界文明史时不断强化的

“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写好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基础。
【关键词】 世界文明史 文明反思 文化自觉

世界文明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形式的出现，在欧洲始于 18 世纪下半叶的启蒙时期，在中国

则始于 20 世纪初清末“新政”下文明史的传入，因此世界文明史在中国的出现本身便是中西文明

交流的结果。在世界文明史的书写中，作者的世界文明观，即如何看待和处理世界各文明的关

系，直接影响到写成一部怎样的文明史，尤其是在对待西方文明和自身文明的关系上，如果作者

对此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估，就有可能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因此，从

这一意义上来说，作者的“文化自觉”可以说是写好一部世界文明史的重要条件。本文试图通过

对 20 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世界文明史书写的回顾，对西方学者“文明反思”和中国学者“文化自

觉”意识下的世界文明史书写做一简要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思考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

明史。

一、文明反思与西方的世界文明史书写

18 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相

对于非欧洲的“蒙昧”或“野蛮”民族而言，“文明”是一个能够恰当地反映欧洲社会状态的新词

汇。因此，以此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欧洲社会发展为经验的线性

进步史观和以欧洲文化优越感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观”，这在 19 世纪尤为突出。基佐的《欧洲文

明史》( 1828 年) 、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 1857—1861 年) 、阿摩斯·迪安( Amos Dean ) 的《文明

史》( 1868 年) 、古斯塔夫·杜库雷 ( Gustave Ducoudray ) 的《文明简史》( 1886 年 ) 等，都是这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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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的体现。
然而，欧洲的“文明”并不像一些既得利益者感觉的那样美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加剧了

贫富分化，19 世纪中叶起欧洲各国不断发生的革命和工人运动表明，欧洲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

题。因此，一些人开始反思欧洲的“文明”。例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彭特就认为“文明”已成为

一种疾病，并试图寻找这种疾病的起因和医治办法。他在 1888 年一次以《文明: 病因与医治》为

标题的演讲中说:“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处于社会的某种特殊状态当中，我们称它为‘文明’，但即

使对于我们当中最乐观的人来说，它也并非全然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当中一些人倾向于认为

它是不同种族的人们都不得不经历的一种疾病……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处，或是豪宅或是贫民

窟，我们都会看到疾病的各种特征……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发现构成真正社会的那种协调

一致性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阶级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冲突，部分人的畸形发展导致对他人的损

害，以及大量社会寄生者对社会机体的损耗。如果疾病这个词可以用于任何方面，我应该说———无

论是从本义还是引申义而言———它适用于当今的文明社会。”①他在整个演讲中，从社会生活和精神

生活中人的“统一性的丧失”( loss of unity) 这一视角，分析了英国文明的堕落和病态，并试图找到

医治的办法。
卡彭特这篇演讲稿收录在他 1889 年出版的文集《文明: 病因与医治》中。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

争议，但不断再版，到 1921 年出第 16 版( 最终版) 时，卡彭特在序言中感慨地说道:“第一篇论文———
关于文明的论文———是 1888 年在费边社发表的一篇演讲，我不会轻易忘记当时对它的愤怒攻击。
这本书在 1889 年整体出版时也受到了报刊评论的类似对待。他们竭尽全力地批评它———除了在极

少数情况下他们把它当作几乎不值得注意的东西而不予理睬。当时的整个思想潮流是反对它的结

论的，也许值得回顾一下这些事实，以便衡量我们在这 30 年里走了多远。因为今天( 我想我们可以

说) ，这些结论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 而在早期看起来如此有害和危险的观点，现在已被相当地接受

和确立。在这一时期，‘文明’一词无疑经历了一种不祥的色彩变化。它不再是一个轻松的术语，用

来表示社会生活中所有理想的和令人愉快的东西，相反，它带有一种怀疑和批评的意思，就像某种根

本没有被接受而是处于试验中的东西———如果不是实际上受到谴责的话!”②卡彭特这段话以其亲

身经历表明了西方“文明”观在 30 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

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许多西方人以往那种理想主义的幻灭，线性进步史观受到冲击并发生动

摇，于是出现了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批评”。当然，在欧洲还有一些像卡彭特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

是因为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才开始有所觉悟，而是在战前就看到了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严重

问题，由此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不过，他不

是以卡彭特的方式直接批评西方文明为一种“疾病”，而是以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方式，将西方文化形

态置于世界历史中思考西方面临的危机。他说: “1911 年，我曾打算对有关当时的政治现象及其可

能的发展所作的广泛的思考加以总结。在那时，世界大战在我看来既已迫在眉睫，亦是历史危机不

可避免的外部表现，因此，我努力想从考察前此各世纪———不是各年———的精神出发来理解这一历

史危机。”③于是有了《西方的没落》这一历史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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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时就完成了《西方的没落》的撰写，到 1917 年准备出版时

做了一次修改。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战前的想法，并强化了他关于文化有机体的观

念，将“文化”与“文明”分开来理解，把“文明”看成是“文化”有机体兴衰过程的终点。他说: “每一

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如果把文明理解

为一种文化的有机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从文化到文明的过

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 4 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 19 世纪完成的。”①因为正是在 19 世纪，

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传统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所取代，尤其是资本主义金

钱观腐蚀了精神生活，使斯宾格勒感觉到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消亡，因此他断言，“应当把帝国主义看

作正在消逝的文化的典型象征……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运正在不可逆转地陷入

这种现象的形式中。”②由此可见，在斯宾格勒眼里，“文明”是文化有机体走向死亡的结果，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西方没落了。因此，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没落”的思想，一方面来自其文化作为一个有

机体必然经历生命周期的观念，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古典文化的思考和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观察及反

思。而这些，恰恰是他反思世界文明史书写的起点，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在《西方的没落》中提

出新的文明史框架，认为以往的文明史“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它不

仅体现了“一种简单的直线发展观”，而且“限制了历史的领域”，使整个世界历史成为一种以西欧

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对于这一流行的西欧历史框架———它使那些伟大的文化全部绕着以我们为

所有世界事变的假 想 中 心 的 轨 道 运 行———最 恰 当 的 名 称 莫 过 于 历 史 的 托 勒 密 体 系 ( Ptolemaic
system of history) 。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个替代的体系，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

发现。”③

同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是以他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为基础。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对现代西

方文明的反思来看，通过类比法来以古鉴今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斯宾格勒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

历相似的生命周期，因此不同文化但处于相似发展阶段中的历史现象，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属于

“同时代”，因此他通过将古典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类比来理解后者。这一点在汤因比那里也非常明

显。汤因比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认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正在经历的一切其实已经被古

代世界里的修昔底德见识过了……无论存在着多少时代差异，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在哲学意

义上是相同的”。由此，他“确立了自己在战争启发下对希腊罗马古代历史的全新认识，并将第一次

世界大战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自己对历史的整个解释体系的立论基础”。④ 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夕，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战争的威胁，进一步加深了汤因比对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的

理解。于是，“他放弃了所有运用世俗生活中的手段治疗西方文明弊病的希望。他自己确信，只有通

过重塑世人的思想与精神，用崇拜上帝去代替对狭隘民族国家的自杀式崇拜，人们才有机会挽救西

方文明的衰落。”⑤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汤因比完成了《历史研究》中“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
的写作。

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一样，是在对西方文明的不满和反思中写下了自己的世界文明史巨著，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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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思西方文明为起点来思考世界各文明的兴衰规律。这样，他们都将文明当作具有生命周期的有

机体，通过对其形态的比较考察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变迁。由此，汤因比也在《历史研究》中批评了

“欧洲中心观”。针对西方社会中一些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单一西方文明的观念，即具有一种“文

明的统一性”( 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 的观念，汤因比批评说:“除了由于西方文明在物质领域的世界

范围内成功而产生的错觉之外，‘历史的统一性’这个错误观念———包括假设只有一条我们西方文明

之河，其他文明要么是它的支流，要么是在沙漠中消失了的河流———可以追溯到三个根源: 自我中心

的错觉、‘不变的东方’( the unchanging East ) 的错觉，以及将 进 步 作 为 一 种 直 线 前 进 的 运 动 的

错觉。”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欧洲人对西方文明普遍感觉到危机与失落时，大发战争财的美国

走上世界舞台，并以拯救西方文明为己任。“在美国绝大多数欧洲史家看来，西方文明这一世界上最

伟大的文明仍是美国的指南针，现在却支离破碎。在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尤其是在欧洲的人都开

始质疑，是否西方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残酷的战争留下了创伤，紧张的气氛与混乱的局面在战后

依然存在，这仿佛预示着新的战争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欧洲史学家承担起了一项特

殊任务，即书写超越困扰欧洲自身民族主义局限性的西方演进史……撰写和教授西方文明课程成为

‘保持文明活力’的一种方式。”②这样，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美国开始出现各种用于教学的西方

文明史书籍。这类书籍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近

代欧洲文明”为谱系的西方价值观教育。例如，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乔治·赫杰于 1931 年主编的教

材《西方文明导论》中说道:“从近东出发，文明之路接下来通向古希腊，它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取得了

无与伦比的成就; 然后是罗马———人类伟大的法律赋予者和帝国建设者。随着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崩

溃……我们进入了中世纪，这是一个由普世基督教会主导的、以西方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为标志的

千年时期……到 16 世纪末……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欧洲文明以其现代面貌开始了它的历

程，其道路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全球每个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屈服于或似乎正在屈服于西方文明

的强大力量。”③该教材也是以此为框架编写的。
不过，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文明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

批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在美国的主导下出现了经济复兴，并在科技发展的推动

下出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发展使一些学者感到单纯的“西方文明史”教学过于狭隘，应该

让学生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因此，以威廉·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主张把西方文明置于全球

视野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反对以往那种“欧洲中心论”解释，由此出现了全球史范式的文

明史书写。麦克尼尔于 1947 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讲授“西方文明史”，由此“年复一年地重新探究

欧洲历史的核心问题，从古代希腊到 20 世纪”，④并撰写了一部教材《西方文明史纲》。正是在此基

础上，他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史中的传统叙事方式，批评渗透于西方文明史书写中的自由进步史观，认

为“这个简单而不再令人十分信服的观念仍然支配着英语世界对欧洲历史的看法”，⑤因此他提出以

不同文明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互动来克服这种简单的进步史观，在文明史中“着重强调周围文明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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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间因互动与交流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创新性影响”，①将互动看作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全球史范式的文明史书写在西方兴盛起来。

通过以上对欧美世界文明史书写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19 世纪欧洲的文明史充满了文化自

负，20 世纪美国的西方文明史试图以重塑西方价值和精神来挽救西方的危机，这些文明史都充

斥着“西方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相反，斯宾格勒、汤因比、麦克尼尔等人从反思自身文明的

角度来书写文明史，就能够较好地处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得到学术界不同程度的认

可。费孝通曾指出: “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

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

中心主义的思潮。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像马林诺斯基这样的，对西方文化中自

我中心主义思 潮 进 行 反 思 和 反 制 的 学 术 流 派。这 种 反 思，可 以 说 就 是‘文 化 自 觉’的 一 个 表

现。”②笔者认为，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具有反思精神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和

麦克尼尔等人。

二、文化自觉与中国的世界文明史书写

文明史的书写形式在中国是舶来品，较早传入中国的外国文明史著作是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

明史》，日本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日本留美学者家永丰吉的《西洋文明史之

沿革》，日本元良勇次郎和家永丰吉的《万国史纲》。这五本著作都在 1903 年被译介到中国。《英国

文明史》后来在中国又有多个译本，李孝迁认为在晚清就出现过四种译本，即 1903 年南洋公学译书

院译刊的《英国文明史》，通过日译本转译的《文明史论》，王建祖译的《英国文明史》，连载于 1906 年

至 1907 年《学部官报》魏易译的《文明史》。③ 1936 年，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又被胡肇椿重译为

《英国文化史》出版。
文明史作为一种新史学形式传入中国，与 1902 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起催化了晚清的“史

界革命”。元良勇次郎和家永丰吉的《万国史纲》实际上是一部文明史，冈崎胜世称之为“文明史型

万国史”。④ 该书以“文明史体”“叙万国文明之变迁，所以明历史之由来”。⑤ 谢无量在为该书中译

本作序时也强调了“文明史体”作为一种新史体的意义，因为“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

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纠，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何暇论及外国之

史乎”。⑥ 可见文明史最初传入中国之时，中国学者关注的是这种“新史体”的史学意义。不过，曾经

流亡日本的赵必振在为《西洋文明史之沿革》中译本作序时提出，文明不断进化，“欲历溯其进步发

达之原因，以详考夫人类社会之进化，此亦吾人所不能不研究者矣。然则若何而研究之，则不能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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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哲学，与铮铮有名于历史哲学之人物，而后可以追溯其来由”。① 这说明赵必振对文明史已经

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要探求文明进步的原因，不能不研究历史哲学，文明史与历史哲学密不

可分。
民国年间，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明史著作进一步增多，例如美国桑戴克( Lynn Thorndike) 的《世

界文化史》( 陈廷璠译，1931 年) 、法国塞纽博斯( Charles Seinobos) 的《西洋文明史》( 韩鸿菴译，1931
年) 和( 薛纽伯) 《现代文明史》( 王慧琴译，1933 年) 、美国 J. E. 斯温( James E. Swain) 的《世界文化

史》( 沈炼之译，1947 年) 。② 这些都是知识性和叙述性的著作，因此大多作教材使用。这一时期对中

国学者有所启发并引起积极讨论的文明史著作，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

究》。这两本著作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中译本问世，但是相关介绍和评述并不少，这里以叶法无、林同

济、雷海宗为例作一说明。
叶法无在 1930 年出版的《文化与文明》一书中的第一篇“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中分

九节评述《西方的没落》，较为全面地评介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叶法无承认《西方的没落》
“是一部文化史的杰作”，“但可惜他以错误的文化的观念把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完全误解了”，③包括

他否认历史变迁的必然性，将文化看作是精神的而文明是物质的，认为文明是文化既死的状态，其中

“斯宾格拉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人类的文化是完全独立产生的，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是完全没有关

系的，彼此亦没有影响的可能，并且是不能了解的。须知近代的文化是由古代的文化演进而成

的”。④ 尽管叶法无在此强调的是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联系，但至少说明他认为文明不是彼此孤

立而是相互影响的。
林同济和雷海宗被认为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他们都借鉴斯宾格勒和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来理解历史与现实。林同济说:“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面对着( 西洋文

化——笔者注) 这个蓬勃全球的力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求不被毁灭，势必决定一个及时

自动的‘适应’。中国百年来的基本问题可说是一种难产问题，一种为了图求适应西洋文化以取

得新生的难产问题……就帮助解决这个难产问题而论，形态历史学似乎有它的应时而生的功

用……大家可以得到一个较分明较扼要的鸟瞰形势，来探索出一个文化适应与新生的程序。”⑤雷

海宗认为:“除欧美的历史尚未结束外，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

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我们这处在第二周末期的当代中国人士，一方面要对欧美世

界的实现，一方面要觉察中国文化的实况，才能明了我们今日所达的阶段与明日可走的途程……
实现一个第三周的中国文化……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可不至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

自主地选择学习。”⑥雷海宗从文明周期论出发，认为欧美正处于衰落阶段，而中国处于第二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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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的转折点，并提出了如何实现中国的第三周文化。由此可见，林同济和雷海宗当时在思考

世界文明变迁时都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试图为中国文明寻找一条“新生”与“自主”之路。
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工具都是“文化形态史观”，在当时条件下也没能写出较为完整的世界文明

史著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文明史著作，例如张国仁于 1931 年出版的《世界文化

史大纲》，可能是国内第一部世界文明史著作。张国仁声称，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

“编的世界文化史，各以自己民族立场，而妄为轩轾; 我国人编的世界文化史，也许有，不过我尚未

能读到; 翻译的当然不能算数。这部书……以我国为主体，来叙述世界文化，或者此书属草创”。①

正是“以我国为主体来叙述世界文化”这种自觉意识，使该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据相当篇幅，使中

国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作者还明确指出“白种人自视为文明的民族”是“自大”
的表现。② 不过，欧美历史在该中仍然占据大部分篇幅和主导地位，作者并没有真正做到“以我国为

主体”。
20 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世界文明史教学在高校普遍开展起来，于是出

现了“世界文明史”教材的编纂高潮。例如，郭圣铭的《世界文明史纲要》( 1989 年) ，李世安主编的

《世界文明史》( 2000 年) ，沈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年表》( 2000 年) ，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
( 2003 年) ，赵立行的《世界文明史讲稿》( 2007 年) ，李穆文主编的《世界文明史》( 2007 年) ，周巩固

主编的《世界文明史》( 2012 年) ，朱亚娥主编的《世界文明史》( 2017 年) 等。其中，需要特别介绍的

是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垚在该书导言中分析了文明的概念，提出西方有两种类型的文

明史，即以汤因比、奎格利和布罗代尔的文明史代表一种类型和以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

史代表另一种类型，由此他提出了其所主编《世界文明史》的编纂框架，全书按生产力发展分为农业

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同时他也指出:“历史上的诸文明并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本身在不断变动，

同时各文明之间也在不断交流……文明在纵向发展的同时，横向上也在相互运动。这是使文明变化

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因此，该书既注重世界各文明的发展和演变，也关注各文明间的交流，同时将中

华文明置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编纂世界文明史的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和时代

精神。
由上可见，自晚清以来，世界文明史书写在中国经历了由译介到编纂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也是

中国学者对文明史这种“新史体”理解和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其中，尽管不同时代的学者处于不同

的国内国际环境，但他们无论面临民族独立还是国家建设的任务，都力图将中国置于世界各文明之

中来理解，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世界文明史的思考和书写中的文化自觉。

结 语

通过对西方和中国世界文明史书写的简要回顾，不难发现，从长时段来看，无论西方还是中

国，最初的世界文明史都带有“西方中心观”，这在西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膨胀，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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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则是以“他者”为中心的“自我”丧失。但是，随着一些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评，世界文明

史编纂也明显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平等互动观的变化。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

的缺陷，欧美学者由此开始质疑和反思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文明史中的“西方中

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西方的兴起》等颇具影响力的世界文明

史著作。而在中国，一些历史学者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自强的过程中，并不“崇拜盲从”强势的西方

文明，而是将中华文明置于世界各文明及其关系之中来理解，并力图以此为基础编纂世界文明史。
因此，已有的世界文明史书写实践表明，具备对自身文明的反思精神，是写好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重

要基础。
实际上，任何一个学者要写好一部世界文明史，都要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处理自身

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应该把自身文明置于世界各文明中的何种位置来书写。在处理这个问题

时，对自身文明既不能高傲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有“自知之明”，这就是费孝通主张的“文

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 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

知之明’。”①所以，文化自觉以学术反思为基础，“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② 这种文化

自觉，对于当代中国的世界文明史书写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作为非西方文明主要代表之一的

中国，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压，为了民族生存，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终

于捍卫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长期的遭受屈辱，不断的奋起抗争，如今昂首屹立在世界上的经历，

对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时的心态，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

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的反思，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摆正

在世界上的位置。”③笔者认为，也唯有如此，中国学者才有可能书写出比较客观公正的世界文明

史，所书写出来的世界文明史才有可能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才有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

明史著作。

( 作者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100089)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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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became especially active in the Song Dynasty. Not only did the scope and scale develop sharply，
but some conventional topics were also discussed unusually，showing a strong flavor of the times as a
whole. In a broader sense，this discussion w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ong Dynasty，reflecting many social
problems. More importantly，it occupied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he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in the Song dynasty reached a new peak in the ancient China. It had a uniqu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and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y.

The Grand Canal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Yongzheng Reign / /
Tian Yip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Grand Canal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s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Q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great succes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In order to manage
the river affairs，Emperor Yongzheng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is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vigorously rectifying the malpractices existing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anal in the last years of Emperor Kangxi; on the other hand，through the reform of canal
management，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ver officials and local officials and integrated the two
institutions into one． After that，the role of the Grand Canal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had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and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Unification regime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been effectively maintaine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 / Liu Wenming

In the shadow of“Western-centrism”，all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world civilizations in the We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ore or less，exhibited an exaggerated and elevated sense of the“self”centered on
Europe. By contrast，as an imported product，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was manifested in the loss of
“self”centered on Europe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wever，some Western scholars also
started to critically examine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ir studies of history and changed from a Western-
centric view to an equal and interactive view. Oswald Spengler'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Arnold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and William McNeill's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other work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gress. As scholars explored the“new history”of civi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y
sought to understand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civilizations，such as Zhang Guoren's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Culture and Ma Keyao's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they have exemplified how Chinese
scholars could reinforce their “cultural self-awareness”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Cultural self-awareness”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writing a proper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Shi Nianhai's Chinese Historical Ethnic Geography Research / /
Zhang Bo

Since the 1930s，Shi Nianhai had been focusing on historical ethnic geography in his research in many
fields. Compared with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ethnic history，he overcame the narrow
focuses of biological and ethnic connections and promoted an approach to placing the issu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iversified frontie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where various ethnic groups co-inhabited.
Through an interac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and of the inter-ethnic
interactions，he developed the method of dynamic analysis. He followed the changes in various geographical
units such as political borders，agrarian and nomadic divides，pastoral areas，and ecological systems and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issues such as chang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thnic groups，ethnic
exchanges and fus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In doing so，he did not shun away
from social issues and needs. His works still remain significant today. He did not achieve these featured
works overnight. Instead，he had been working on them over the time，during which he constantly adapted
to demands driven by various times，forming a resonanc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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